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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短时间内废除死刑并不现实，当务之急是规范死刑适用。抢劫犯罪的死刑主要适用于致人重伤、死亡的抢劫犯罪和其他情节极为恶劣的抢劫犯罪。在认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应全面考察罪中、罪后、罪前等多方面情节。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一般只及一罪；“先杀后抢”、“先抢后杀”的宣告刑应基本一致；在抢劫犯罪中一般不存在被害人有过错的情形；“赔偿免死”的前提是犯罪分子真诚悔罪。 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亟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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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unrealistic to abolish the capital punishment within short time in our country. The urgent affair is to regulate the applica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The capital punishment of robbery is mainly applicable to particularly wicked circumstances, such as causing serious injury, or even worse, causing death to a person. We must make a comprehensive inspection of all-sided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circumstance before a crime, circumstance in a crime, and circumstance after a crime when we determine the primary responsible people for a crime. The legal circumstances for liberal punishment such as surrendering and rendering meritorious service are generally applicable only to one crime. The declaring punishment of robbery after kill should be identical with that of robbery before kill. There are not circumstances of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of victim in the crime of robbery. The precondition of compensation to offset the capital punishment is sincerely resipiscence of criminal. The discretionary circumstances are earnestly to regu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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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国民的刑罚报应观念仍然十分浓厚，在我国短时间内废除死刑并不现实①。当务之急是规范死刑的适用，统一死刑适用的标准，确保死刑判决的准确，实现死刑适用的公正。
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死刑适用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总则，对刑法分则规定的个罪死刑适用的研究不多，由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并不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往往无所适从。
同时，理论界的研究视角大都集中于死刑适用的限制，从“不应当”的角度研究死刑的适用较多②，很少有人选择“应当”的角度。“不应当”判处死刑只是死刑适用的一个方面，剔除“不应当”，并不意味着其他案件都能判处死刑，死刑的适用标准仍然不明确。
从“应当”的角度研究死刑的适用，并不是提倡适用死刑，恰恰相反，如果明确了“应当”，其他就是“不应当”的，只要将“应当”限定明确，就能很好贯彻“少杀、慎杀”刑事政策。
从“应当”的角度研究死刑的适用，并不是否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恰恰相反，“不应当”明确；“应当”也明确，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与“严”的完美结合。
抢劫犯罪是一种多发性、常见性暴力犯罪，抢劫犯罪被判处死刑的数量占被判处死刑总数的比例很大，有的地方高达40％以上。[1]因此，研究抢劫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对于准确把握死刑适用、限制减少死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罪行极其严重”的种种表现
1997年刑法第48条第一款将1979年刑法第43条规定的“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字面上看，似乎只要“罪行”（客观危害后果）极其严重即可判处死刑。其实不然，对死刑的裁量必须更加严格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裁量死刑时既要考察犯罪的客观危害后果，又要考量行为人的主观恶性③和人身危险性④大小，实现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有机统一[2]。
判处死刑当属“罪大恶极”，“罪”有多“大”？“恶”有多“极”？笔者近期收集、整理了100宗近年来各地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下所称“死刑”均指死刑立即执行）的抢劫案例，“罪大恶极”可见一斑。
（一）致人死亡98宗；致人重伤2宗，严重侵犯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危害后果极其严重，且一案往往有多人伤亡。例如冯某等9人团伙抢劫案，一年半时间内抢劫作案22起，致13人死亡、1人重伤。
（二）两次以上（以下“两次以上”、“一人以上”、“二人以上”等均包括本数）作案的35宗；有累犯、再犯、劳教释放人员参与作案的26宗，犯罪人具有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如前述冯某等人抢劫案，冯个人参与作案14起；再如刘某等7人抢劫案，9次作案致8人死亡，其中两人是累犯。
（三）共同犯罪、三人以上团伙犯罪73宗，有人在逃的36宗，犯罪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犯罪人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犯罪气焰极为嚣张。犯罪分子三五成群，时分时合，人多势众，动辄伤人、杀人，一旦完成犯罪即各奔东西，很难一网打尽，避重就轻，相互推诿，主要责任人很难认定。
（四）吸毒人员单独作案或有吸毒人员参与作案的7宗，犯罪动机极为卑劣。这些人往往毫无人性，残忍至极，且多选择反抗能力较弱的独居老人作案。如吸毒人员梁某抢劫案，被害人身中50余刀死亡；吸毒人员谢某抢劫案，被害人75岁高龄。
（五）犯罪分子丧尽天良，杀人劫财、分尸抛尸的3宗；“满门抄斩”的2宗，犯罪手段极为凶残，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如杨某和女友石某抢劫案，由石将有钱女子骗到出租屋，捆绑、封嘴，逼其说出银行卡密码后再杀人分尸，将尸块抛弃于荒郊野岭，半年时间内作案三次，先后有3名女子遭劫财分尸。
三、死刑的适用对象
尽管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但我们仍然应当坚持“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将抢劫犯罪适用死刑的对象限定为致人重伤、死亡的犯罪分子以及其他情节极为恶劣的犯罪分子是恰当的。
生命权、健康权无疑是人的一切权利的基础；侵犯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无疑是最严重的犯罪，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最严厉的刑罚，完全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虽然将抢劫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里，但严重的抢劫犯罪侵犯的主要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上述100宗抢劫犯罪抢劫数额最大的也才100万元，但无一不致人重伤、死亡。财产权依附于生命权、健康权，即使数额再大也无法与生命权、健康权相比拟，因此财产权对于死刑的适用无足轻重。
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刑罚方法，死刑的历史几乎同人类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死刑脱胎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习惯，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杀人者死”、“杀人偿命”的刑罚报应观早已根深蒂固，绝非一时半刻能够改变。建国初期，在镇压反革命时，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3]毛泽东同志关于死刑适用必须考虑民众心理及死刑适用于“有血债”的犯罪分子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适用死刑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中国的老百姓又是天底下最善良、最讲道理的老百姓，对于没有血债的犯罪分子，不适用死刑，一般民众是能够接受的。因此，将抢劫犯罪死刑适用对象限定为致人重伤、死亡的犯罪分子是顺乎民意的，符合一般民众的等值报应心理。
从世界范围看，尽管为数不少的国家已经废除死刑，但保留死刑的国家仍占大多数。毫无疑问，这些保留死刑的国家都将严重的暴力犯罪规定为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中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1条重申：“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并进一步规定：“这应理解为最严重的罪行之范围不应超出具有致命的或者其他极其严重之结果的故意犯罪。”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当属“最严重的罪行”。[4]因此，将抢劫犯罪死刑适用对象限定为致人重伤、死亡的犯罪分子是符合国际社会死刑适用的基本准则的。
所谓“其他情节极为恶劣的抢劫犯罪”，是指在运行中的航空器上实施抢劫、“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 未致人重伤、死亡的，即刑法第263条第（二）项规定的部分内容以及第（三）项、第（八）项的规定。这三类抢劫犯罪不仅侵犯财产权利、人身权利，而且严重危及航空安全、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应当予以严惩。
四、死刑适用标准
上述严重抢劫犯罪“罪行极其严重”的种种表现已经为我们勾勒出抢劫犯罪死刑适用的大致轮廓；通过以上对抢劫犯罪死刑适用对象的论证，笔者认为，对于以下抢劫犯罪的刑事责任人（单独犯罪）、主要刑事责任人（共同犯罪）一般应当判处死刑：
（一）抢劫致一人以上死亡的，但过失致人死亡的除外。致人死亡的抢劫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一般故意杀人犯罪，因为其是谋财害命，不仅侵犯公民的生命权，还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在主观罪过方面，抢劫致死一般有三种情况：其一是直接故意，即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杀人，此类犯罪一般发生于被害人认识犯罪分子以及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极其深重的场合。前者，犯罪分子惟恐罪行败露而杀人灭口；后者，犯罪分子一不做、二不休，为图犯罪的“干净”、“利索”而故意杀人；其二是间接故意，即犯罪分子为了排除障碍、制服反抗或者抗拒抓捕而不计后果，用刀乱捅、掐脖子，致人死亡；其三是过失，即在实施暴力的过程中意外致人死亡，如将被害人推倒在地，被害人头部撞击路面的石头死亡。在上述100宗案件中，第二种情形占大多数；第一种情形也不在少数；第三种情形没有。当然，第一种情形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最深，第二种情形其次，第三种情形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对于过失致人死亡的可以不判处死刑；对于间接故意致人死亡的，在条件成熟时也可以排除死刑的适用。
（二）抢劫致二人以上重伤的，只要是其中一人重伤的主要责任人。一人一次抢劫致二人以上重伤的极为少见；一次共同犯罪同时致二人以上重伤的也不多见，抢劫致二人以上重伤，主要发生于共同犯罪，且二次以上共同犯罪的场合。致二人以上重伤，危害后果极其严重；二次以上犯罪，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极深；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在一般情况下大于单独犯罪。如被告人刘某四次伙同他人抢劫路人手机，刘用匕首捅刺，直接致二人重伤，一审判处死刑。
（三）抢劫致一人重伤，有刑法第263条第（二）、（三）、（六）、（七）、（八）种加重构成情节之一的。刑法第263条规定了抢劫犯罪的加重构成，只要具备八种情形之一即可判处死刑。以对公民的人身权利保护为重心，结合其他加重情节之一，作为死刑适用的标准，罚当其罪。如被告人陈某、周某等人经过密谋在光天化日之下，到一拍卖行门前抢劫竞标人钱财，两人各自开枪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抢走现金100万元，两人一审均处死刑。将第（一）、（四）项排除在外可以缩小死刑适用范围，因为入户抢劫、多次抢劫、抢劫数额巨大，同时又致一人重伤的案件较多。

当然，抢劫致人重伤，对于重伤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同样可能表现为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者过失。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也只能排除过失致人重伤的死刑适用。
（四）在运行中的航空器上实施抢劫，过失致人重伤、死亡、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造成极为恶劣的国际影响的。“在运行中”的航空器上实施抢劫，是指抢劫行为发生于飞行途中，起飞前、降落后均排除在外。

（五）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过失致人重伤、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在20万元以上的。以“直接经济损失”作为死刑适用标准，不考虑“抢劫数额”，有利于最大限度控制死刑适用；有利于追缴赃款、赃物，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以“20万元”为标准，主要是参考目前重大责任事故的赔偿标准。
（六）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过失致人重伤、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
（七）对于杀人分尸、“满门抄斩”（一般致二人以上死亡）或其他情节极为恶劣的共同犯罪，主犯的作用基本相当的，都应当判处死刑。从目前情况看，抢劫犯罪情节最为恶劣的就是杀人分尸、“满门抄斩”案。如劳教释放人员刘某提出犯意并纠合王某抢劫，由刘选择作案对象，设置骗局，策划、指挥抢劫，刘用铁锤对被害人头部实施打击；王用匕首捅刺被害人10刀，王分尸，刘装尸，后一起抛尸。被害人“死因为锐器刺伤胸腔脏器的可能性大”，刘一审死刑；王在逃，对王也应当判处死刑。
五、主要刑事责任人的认定
在共同犯罪中，虽然必须坚持“一部行为全部责任”原则，但各共同犯罪人仍有刑事责任大小的差异，即使都是主犯也不可能都判处死刑。主要刑事责任人是要判处死刑的犯罪人，确定主要刑事责任人对于死刑的准确适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主要刑事责任人与主要责任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主要责任人即主犯、第一主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最主要作用的犯罪人；主要刑事责任人是承担最重刑罚的犯罪人。主要责任人的认定是主要刑事责任人认定的基础，在认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首先必须考虑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各种量刑情节决定刑事责任的大小，在确定主要责任人后，在认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还必须考虑影响刑事责任轻重的各种量刑情节。
主要责任人的认定绝非易事：1.各共同犯罪人相互推诿，避重就轻，被害人死亡、其他共同犯罪人在逃，死无对证；2.由于犯罪现场混乱、光线有限、暴力作用次数多等客观原因，各共同犯罪人确实记不清自己实施了哪些加害行为；3.同时实施的等值、等量加害行为，确实无法分清主次。主要责任人的认定虽然困难，但等量报应又要求弄清主次。
“有比较才有鉴别”。在确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要从罪中情节（包括作案次数）、罪前情节、罪后情节各方面比较，综合考量，如果其他各方面不相上下，只要某一方面突出，就应当认定为主要刑事责任人。
（一）直接实施暴力，造成重伤、死亡严重危害后果的是主要责任人。无论是简单的共同抢劫，还是复杂的共同抢劫，只要行为人直接实施暴力，造成重伤、死亡的严重危害后果，就是主要责任人。前者，如甲乙共同对丙实施抢劫，由甲用刀将丙刺死，乙夺取财物，甲是主要责任人；后者，如甲教唆乙对丙实施抢劫，由乙对丙实施暴力并劫取财物，乙是主要责任人。
（二）无法查清严重危害后果是何人造成，但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突出的，组织、策划、指挥者是主要责任人。如吸毒人员周某向外村人罗某提议抢劫与周某同村的一独居老人，并设置老人儿子出车祸需300元治疗的骗局，以窥视放钱地点，待老人拿出钱将300元交给周某，送他们出门时，周示意抢劫，并首先动手将老人打翻在地。老人“因钝物捂压口鼻、扼压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罗称两人均有扼颈；周否认扼颈。但提议、策划、指挥，设置骗局与老人周旋、首先动手实施暴力的都是周某。周一审死刑；罗一审死缓。
（三）三人以上共同抢劫，一人策划、组织、指挥，但不直接实施暴力劫财行为，暴力劫财由其他人实施，无法弄清致命伤是何人所为的，策划、组织、指挥者是主要责任人。
（四）一先一后用同样的凶器伤及同样的部位，伤害程度基本相当的，先实施伤害行为的为主要责任人。如被告人张某、王某分别持匕首对一摩托车搭客仔的腹部、背部实施捅刺，造成被害人失血性休克死亡，两人捅刺的部位相同、伤害程度相当，但张首先动手；王紧随其后，张死刑。
（五）同时实施加害行为的责任区分。一个用铁锤、一个用铁水管同时对头部实施打击，持铁锤者为主要责任人，如范某、龙某分别持铁锤、铁水管同时对一摩托车搭客仔头部实施打击致人死亡，范死刑、龙死缓；一男一女同时实施加害行为，男女均属正常体质，作用相当，男子为主要责任人，如谭某、梁某（女）经密谋后入户抢劫一老人钱财，由谭首先动手掐脖子、捂嘴；梁先后用电风扇、木椅打击被害人头部，后两人一起用胶带封嘴、捆绑，“被害人系被他人以钝性暴力多次击打头部，并采取扼颈、勒颈等手段导致颅脑损伤合并机械性窒息死亡”。谭死刑；梁死缓。
在从各共同犯罪人在犯罪中所起作用方面进行比较仍然无法分清主次时，可以再从作案次数方面进行比较。一次抢劫对二人以上实施暴力，算二次以上作案；二次以上作案，所犯罪行不限于抢劫，也包括其他犯罪，但排除过失犯罪。作案次数多说明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深，危害后果大。
上述责任区分主要比较的是罪中情节，即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但在确定主要刑事责任人时，除了罪中情节的比较外，还要比较罪前情节、罪后情节。
罪前情节。主要是指累犯、再犯、劳教释放等前科情况。刑法第65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累犯是重要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这里的“再犯”专指前后两次犯罪的时间间隔超过5年的情形，其他条件与累犯的成立条件相同。再犯、劳教释放人员犯罪都说明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深，改造难度大，都应酌情从重处罚。
罪后情节。罪后情节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以后的表现，包括坦白、悔罪、退赃、赔偿以及其他有利于社会的行为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犯罪后毁灭证据、逃跑、拒不认罪、串供等酌定从重处罚情节⑤。
如刘某、伍某两人一拍即合，经过密谋后，各持一把小刀，在一天中午，在国道上抢劫一出租车司机。司机身中29刀死亡，致命伤为腰部一刀。伍承认捅刺司机，但不承认捅刺腰部，称司机的腰部伤是刘某所为；但刘自始自终不承认捅刺。两人都是第一次作案，都无前科。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在极短的时间里，这29刀是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显然，刘的认罪态度不好。一审判决将刘作为主要刑事责任人判处死刑是完全正确的。伍某无期徒刑。
六、实践中容易踏入的误区
（一）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一般只及一罪
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刑法第68条的规定，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犯罪后自首、立功的犯罪分子从宽处罚，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对犯罪人犯罪后表现较好的“奖赏”，是否给予“奖赏”，“奖赏”到何种程度，同样应当坚持“等值”、“等量”原则，不能漫无边际地“超值”、“超量”奖赏。刑法关于犯罪后自首、立功可以从宽处罚的规定，一般是就犯罪“常态”而言，这种“常态”即一人、一次犯罪。二次以上犯罪或一次犯罪造成二人以上伤亡均非犯罪“常态”，对于这种“非常态”犯罪，是否从宽处罚应慎重考虑。
这里的“一罪”专指一次犯罪致一人重伤、死亡的情形，一次犯罪致二人以上伤亡或两次以上犯罪均非一罪。法定从宽处罚情节只及一罪，是指一个从宽处罚情节只能适用于一次犯罪。一次犯罪致二人以上伤亡、二次以上犯罪，如果只有一个从宽处罚情节，只能就其中最重的犯罪从宽处罚，如果两个以上的犯罪单独量刑均为判处死刑之罪，则不能从宽处罚。
根据刑法第67、68条的规定，具体而言，1.致一人重伤、死亡，只要有自首、立功一个从宽处罚情节，即可从宽处罚；2.致二人以上重伤、死亡，如果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处罚；3.致二人以上重伤、死亡，如果只有自首、立功一个从宽处罚情节，一般不考虑从宽处罚。
（二）“先杀后抢”与“先抢后杀”的量刑应基本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其实，无论是“先杀后抢”，还是“先抢后杀”，两者的危害后果一样，所不同的是，“先抢后杀”一般是直接故意；“先杀后抢”既可能是直接故意，也可能是间接故意，但实践中，到底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有时很难区分⑥。既然危害后果一样、主观恶性差别不大，无论是定一罪还是数罪，其宣告刑应当一样。不能因为“先杀后抢”只定抢劫，就机械地适用刑法第263条，首选“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适用。此种情形应当参照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首选“死刑”的适用。
（三）严格区分被害人有过错与被害人为抢劫犯罪提供机会
所谓被害人为抢劫犯罪提供机会，是指被害人因某种违法或不当行为，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如色诱抢劫，犯罪分子利用女色将被害人诱骗至出租屋实施抢劫；再如暗娼引狼入室，将嫖客带到出租屋，被嫖客抢劫，等等。100宗抢劫案例中，此类案件达8宗之多。《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关于故意杀人”案件的死刑适用中规定：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为司法解释、理论探讨没有对“被害人过错”作进一步解释，于是一些地方将这种为犯罪提供机会的情形认定为被害人有过错。这种认识是不妥当的。
与刑法理论中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一样，被害人过错必须是导致犯罪的原因，如被害人因包养情妇，被妻子杀害；债务人长期拖欠被债权人杀害，等等。“过错”是杀人的原因；杀人是“过错”的结果，“过错”与“犯罪”之间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色诱”、“引狼入室”与抢劫犯罪之间没有这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至多是为犯罪提供机会、创造条件，不能将为抢劫犯罪提供机会认定为被害人有过错。
对嫖客、暗娼的违法行为有其他法律规治；对嫖客、暗娼的生命权、健康权应当平等保护，倘若将这种情形认定为被害人有过错，而对犯罪分子从宽处罚，势必助长用此类手段实施的抢劫犯罪，因为为劫财而杀害暗娼不用判处死刑；因为为劫财而杀害嫖客不用判处死刑。
（四）慎重对待犯罪人家属的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规定，“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其实，无论什么原因引发犯罪；无论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还是严重抢劫犯罪，犯罪分子及其家属给予被害人或其家属一定的经济赔偿，使被害人或其家属获得一丝丝（无论如何，金钱都是无法与生命划等号的）心灵上的慰藉，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我国尚未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情况下，这种“赔偿”弥足珍贵。
因犯罪人家属赔偿而免除犯罪人死刑，曾被批评为“花钱买命”，其实，这是对有关政策精神的误解；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也未全面理解这项政策精神，只要犯罪人及其家属赔偿就免除犯罪人死刑。犯罪人赔偿，免除犯罪人死刑是有先决条件的：犯罪人必须真诚悔罪。真诚悔罪是免除死刑的前提和根本，真诚悔罪说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弱，当然可以考虑从宽处罚。真诚悔罪的首要表现是认罪，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相反，犯罪人拒不认罪、串供对抗侦查、在看守所内继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等，即使给予再多的赔偿也不应当对犯罪分子从宽处罚。
七、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规范
死刑必将走向灭亡，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由于法定从宽情节有限（并不是每宗案件都有），酌定从宽情节无限（几乎每宗案件都有，且一宗案件往往有多个酌定从宽情节），我们完全有理由预言，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将在减少死刑裁判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否所有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都可以依酌定情节从宽？是否每一个酌定从宽情节都可以免死？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酌定从宽情节适用的规范已经迫在眉睫，否则，各地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将形成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
在抢劫犯罪的死刑裁量中对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如何规范？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当首先确定不能适用酌定情节从宽处罚的案件范围，再确定哪些酌定从宽情节可以从宽处罚。
（1） 不能适用酌定从宽情节从宽处罚的案件范围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抢劫犯罪的主要刑事责任人不得依酌定从宽情节从宽处罚：
1．累犯、再犯、劳教释放人员犯抢劫罪的。此类人员人身危险性大，改造难度大。
2．二次以上抢劫或犯有其他罪行的，无论其他犯罪是发生在犯抢劫罪的同时，或之前、之后，但过失犯罪除外。二次以上犯罪，危害后果严重，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
3．暴力手段残忍的。如用绳子勒颈、掐颈、用铁器打击头部、用刀捅刺二次以上、持枪抢劫、杀人分尸，等等。此类犯罪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深。
4．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如一次抢劫致二人以上重伤、死亡。
5．犯罪动机卑劣的。如为了吸毒、赌博或为了实施其他犯罪而实施抢劫。
（2） 可以酌情从宽处罚的酌定情节范围
对于不具有上列任何情形，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抢劫犯罪的主要刑事责任人，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1．犯罪时刚满18周岁，不满19周岁的。在死与不死之间设置一定期限的“缓冲”，法官可根据全案的其他情节决定是否适用死刑，充分体现了死刑适用的人性化。规定过短，达不到“缓冲”效果；规定过长，有损法律的威严，参照有的国家关于适用死刑的最低年龄为20周岁的规定[5]，在0-2之间取其平均，以1年为限。 

2．犯罪之前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即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所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3．犯罪动机良好或有其他确实值得怜悯情况的。如为了家庭成员治病、家有多位老人急需赡养等。
4．犯罪以后确有悔罪表现的。仅仅一声“我错了”、“对不起”、“以后改正”远远不够，悔罪表现要有实际行动，首先要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其次要尽力赔偿损失、协助公安机关收集重要证据、追缴赃款、赃物。
至于初犯、偶犯、家境不佳、不懂法、平时表现等，均不能单独成为严重抢劫犯罪从宽处罚的理由。

犯罪现象千差万别，酌定情节千千万万，但就某一类犯罪而言，酌定情节还是存在共同之处的，对常见性酌定情节的适用予以规范并不困难。最高司法机关完全可以以“意见”的形式规范抢劫犯罪酌定从宽情节的适用。为了实现死刑适用的公正，司法解释任重道远！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朱华（1965—），男， 湖北江陵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2006级博士研究生，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处长。








注释：


① 在现阶段暂时不能废除死刑至少还有以下理由：1.刑罚制度不配套，死缓经过两年减为无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最短执行期限只有10年，一个死缓犯经过12年即可出狱；2.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大多数被害人家属无法获得赔偿是不争的事实。


② 应当判处死刑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犯罪后自首、立功或者有其他法定从轻情节的；在共同犯罪中罪行不是最严重的或者其他在同一或同类犯罪中罪行不是最严重的；被害人的过错导致犯罪人激愤犯罪的；犯罪人有令人怜悯之情形的；有其他应当留有余地情况的等等——意即：对具有上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分子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248页。


③ 犯罪动机、手段、时间、地点、对象等各种主客观要件要素表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④ 即再犯可能性。前科、犯罪次数、犯罪后的表现等表现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


⑤ 当然，自首、立功等也属罪后情节。因为本文是从“应当”的角度研究死刑的适用，在此没有考虑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


⑥ 有的地方以捅刺的次数区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将捅刺一次马上就跑的认定为间接故意；捅刺二次以上的认定为直接故意，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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